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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居民收入倍增
    [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表述被学术界和媒体称为“居民收入倍增”，居民收入倍增作为唯一的量化指标被提出，引起社会各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热议。虽然类似倍增的词汇如“翻番”、增长等表述，在过去党代会报告和决议中并不鲜见，如1982年党的十二大曾提出“到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2002年党的十六大又提出“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2007年党的十七大再次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但是，以往的增长目标的着眼点始终定位于整体的国民经济增长，而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的量化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却是首次，这意味着未来国家发展的重心将从追求总量GDP增长转向提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对我国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此情境下，如何正确解读居民收入倍增，收入倍增提出的背景及动因？居民收入倍增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又该如何破解？认清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居民收入倍增的解读
    在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提出之后，学者们纷纷发表见解，为民众正确认识收入倍增提供了多维视角。从各种解读来看，学者们对收入倍增计划充满了期待，赋予了其调控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等使命。具体而言，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收入倍增不是每个人收入都翻一倍

    在民众因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欢欣鼓舞时，也有人“理性”地表示：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无助于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富人可能越来越富，穷人则会越来越穷。这实际上是对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误解。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认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不等于到2020年每个人都实现收入翻一倍。他进一步分析指出，联系报告所提“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目标中关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的要求看，这个倍增应该是让低收入者收入增长得更多一些，中等收入者平均增长，而高收入者则应该增长得慢一些。这样，在整体倍增的同时，又合理调整了收入分配关系。

    ——收入倍增是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倍增

    不少民众担忧，如果收入增加了一倍，而物价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那实际生活水平反而会降低，收入倍增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这是对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另一种误解。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指出，按照规划惯例，“翻一番”目标自然要扣除价格因素。“翻一番”，应以2010年为价格基期，按不变价格来计算。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则明确表示，“收入翻番”的收入，应是指实际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它是指扣除交纳的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险费等税费后的收入，即居民能自由支配使用的收入。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也指出，居民收入倍增是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因为国内生产总值翻番是按不变价计算的，与之同步翻番的居民收入当然也是按不变价计算，只有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才能够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收入倍增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得到提高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指出，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居民收入增长目标，这个倍增是从宏观层面做出的增长安排，其中要求GDP翻一番，不是要求人均GDP翻一番，而在此基础上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相应安排倍增，由于我国的总人口到2020年间仍会处于增长状态，这意味着在翻番的GDP总量中将拿出更多的份额用于居民收入的增长。这预示着居民收入比重将因此得到提高。
    ——居民收入倍增使个人与国家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
    独立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提法，它把GDP的概念量化到个人，把GDP这个单指标变成了双指标，把个人与国家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将以往只看重GDP的单标准变成了双标准，有利于解决目前经济中消费、投资和出口的不均衡。提高人均收入，有利于扩大消费，改变过去轻消费重生产的结构，减少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也有利于通过对消费的拉动，减少对外需的过分依赖。
居民收入倍增提出背景及动因
    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实现持续30余年，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高速增长，国民财富的总量迅速壮大。1978年，我国的GDP总量仅为3645亿元。而到了2011年，GDP总量已经达到47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近140倍，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同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1978年，我国的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2011年，人均GDP已经增长到5432美元，增长了约28倍。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在基本实现了在国民整体经济层面既定目标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经济结构、贸易结构、投资结构不合理，由此带来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在城乡发展层面上的经济“二元化”和“三农”问题。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就业压力大、优势产业丧失、人口矛盾突出等问题均要求国家在战略上予以调整。
    1.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以及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制约了居民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最终造成经济发展的成果没有被有效共享
    一方面，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慢于GDP增速，国民收入分配过分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据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代表劳动者所得的劳动者报酬占GDP的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2011年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35%(欧洲国家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63%)。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总量连年增长，尤其是自2003年突破2万亿关口之后，开始连续多年实现大幅度增长。2001年后的全国财政收入年增长速度大都在20%以上，即使是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2009年，我国全年的财政收入仍然比上年增加7147亿元，增长幅度达到11.7%。在企业的利润分配中，劳动方相对于资本的弱势地位也有被锁定和强化的状况。过去10多年间，伴随入世、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需求增加等有利因素，不少企业在销售额、利润等方面实现了高速的增长，而工人工资在扣除通胀因素后几乎没有实质性增长。
另一方面，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出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城乡差距，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倍，如果考虑收入以外的福利等方面，这个差距已经超过6倍；分行业看，2011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金融业91364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5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7061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6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6523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4倍，而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2039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8%；住宿和餐饮业27847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3075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72%。据联合国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突破0.52，而2011年将可能突破0.55。鉴于当前在收入分配不均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打破社会分配体系的种种不公，切实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成果被全体人民共享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最先提出“橄榄型”社会概念的董辅礽所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共同贫困”的局面已经消失，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蓝图。城乡、地区分化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分化已成为困扰当前政府的社会问题。
    2.未来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可持续性及增长瓶颈
    从中长期来看，以往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各种因素将逐渐衰退。按照“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内涵，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造成经济很容易出现增长停滞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迟迟无法转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达5432美元，如能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将超过1万美元，能否成功逾越“中等收入陷阱”将是计划达成的关键。当前一系列对经济发展造成影响的不利因素是实现这一目标前必须面对的。
    我国传统上依靠外需、消耗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深刻调整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和总体供需结构。国际市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市场由于受到危机影响而长期需求不振，当前美国的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受欧债危机困扰的欧盟都使我国的出口遭遇严峻挑战。与此同时，有效需求不足又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间的出口竞争，各国纷纷采取增加补贴、退税乃至贬值货币的策略提高出口，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与美元的持续贬值增发使我国的出口贸易压力剧增。美元贬值还使国际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我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更推高了我国经济的增长成本，在国际竞争中愈发处于不利境地。
    3.我国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还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来自产业结构、科学技术以及经济体制等方面的瓶颈制约
    落后的市场化进程还表现在农业产品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形成上。农村劳动力价格由于城乡市场的分割而被低估，农民工的付出和回报失衡，我国的城市建设也利用农民工的低成本契机而扩张，成为我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受益者。政府职能的模糊定位也是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关键因素。虽然现代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作用逐渐增强，但其职能更多的是在市场条件下的宏观调节和监管上。我国政府在经济干预中没有脱离本身的经济利益分配，主要表现就是政策倾向于国企央企，忽视了最具有活力的其他经济主体。
    由此可见，解决以往经济模式下积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站在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确立新的更加符合需要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要求在未来小康社会的建设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是当前转变的重要基础，应该切实把握好当前有利机遇，着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国富与民富能够同步而行。

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及现状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1978年改革开放至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值呈总体提高态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16.0元提高到19109.4元，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则由133.6元提高到5919.01元。

    不考虑物价上涨因素，30余年中，前者上升60倍，后者上升44倍。但非常明显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从城乡收入比来看，两者的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走势，1978—1981年可简要概括为城乡收入比的“2”时代，随后1982—1987年为城乡收入比的“1”时代，而后城乡收入比进入加速分化期，继1988年再次进入“2”时代后，2002年至今进入到“3”时代，值得注意的是，与城乡收入比变化规律相同，城乡居民消费比从2002年起几乎稳定在3.7。然而，我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一直保持在农村恩格尔系数的水平之下，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0年的35.7%，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67.7%下降至2010年的41.4%。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2008年为0.469，已高于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标准，我国已从初次收入分配最均等的国家之一快速转变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如果考虑隐性收入、灰色收入、非法收入以及城乡居民在社保等公共服务方面非均等化等因素，我国实际的基尼系数可能已经超过0.5。
    二、城乡居民各类收入来源和增长情况
    城镇居民各类收入来源比重最大的是工薪收入，2003—2010年8年占可支配收入比重均值为73.73%；而财产性收入所占比重最小，平均只占2.15%。从各类收入增长速度来看，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见表1)。农村居民各类收入来源所占比重最大的是家庭经营净收入，均值占54%；而财产性比重占2.9%，比重最低；从各类收入增长速度来看，增长速度差异化趋势明显，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增长速度(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城乡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增长速度均呈现较快趋势，但在可支配收入(纯收入)中的比重依然很低，其中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占纯收入比重均值仅为10.2%。
表1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各类收入来源及增长情况(2003—2010年)
单位：元、%
	年份
	纯收入
	工薪收入
	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2003
	8472.2
	10.0
	6410.2
	11.7
	403.8
	21.6
	135.0
	32.2
	2112.2
	5.4

	2004
	9422.0
	11.2
	7152.8
	11.6
	493.9
	22.3
	161.2
	19.4
	2320.7
	9.9

	2005
	10493.0
	11.4
	7797.5
	9.0
	679.6
	37.6
	192.9
	19.7
	2650.7
	14.2

	2006
	11759.0
	12.1
	8767.0
	12.4
	809.6
	19.1
	244.0
	26.5
	2898.7
	9.4


	2007
	13786.0
	17.2
	10234.8
	16.7
	940.7
	16.2
	348.5
	42.8
	3383.6
	16.7

	2008
	15780.8
	14.5
	11299.0
	10.4
	1453.6
	54.5
	387.0
	11.0
	3928.2
	16.1

	2009
	17174.7
	8.8
	12382.1
	9.6
	1528.7
	5.2
	431.8
	11.6
	4515.5
	14.9

	2010
	19109.4
	11.3
	13707.7
	10.7
	1713.5
	12.1
	520.3
	20.5
	5091.9
	12.8


表2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各类收入来源及增长情况(2003—2010年)
单位：元、%
	年份
	纯收入
	工资性收入
	家庭经营收入
	财产性收入
	转移性收入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绝对值
	增长率

	2003
	2622.2 
	5.9 
	918.4 
	0.9 
	1541.3 
	3.7 
	65.8 
	29.7 
	96.8 
	-1.4 

	2004
	2936.4 
	12.0 
	998.5 
	8.7 
	1745.8 
	13.3 
	76.6 
	16.5 
	115.5 
	19.3 

	2005
	3254.9 
	10.8 
	1174.5 
	17.6 
	1844.5 
	5.7 
	88.5 
	15.5 
	147.4 
	27.6 

	2006
	3589.0 
	10.3 
	1374.8 
	17.1 
	1931.0 
	4.7 
	100.5 
	13.6 
	180.8 
	22.6 

	2007
	4140.4 
	15.4 
	1596.2 
	16.1 
	2193.7 
	13.6 
	128.2 
	27.6 
	222.3 
	22.9 

	2008
	4760.6 
	15.0 
	1853.7 
	16.1 
	2435.6 
	11.0 
	148.1 
	15.5 
	323.2 
	45.4 

	2009
	5153.2 
	8.2 
	2061.3 
	11.2 
	2526.8 
	3.7 
	167.2 
	12.9 
	398.0 
	23.1 

	2010
	5919.0 
	14.9 
	2431.1 
	17.9 
	2832.8 
	12.1 
	202.3 
	21.0 
	452.9 
	13.8 


    三、城乡居民收入区域、行业、阶层差距
    2010年，我国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依次为3.6、2.5、2.9和2.9。从行业平均工资比较来看，2010年，金融业平均工资最高(70146元)，其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4436元)、再次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47309元)；平均工资最低的为农林牧渔业(16717元)；金融业平均工资是农林牧渔业的4.2倍。从阶层比较来看，2010年，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最高收入户是最低收入户的8.6倍，按收入五等份农村居民家庭高收入户平均每人纯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7.5倍。
    此外，还应注意到，我国城镇中等收入家庭(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中等收入户，未包括中等偏下户和中等偏上户)比重仅为20.05%，没有形成以中等收入家庭为主导的“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世界银行(2007)统计，世界平均居民消费率和储蓄率分别为61%和22%，中等收入国家分别为55%和32%，高收入国家分别为62%和20%，我国则分别为33%和55%。我国储蓄率位居世界第2位，仅次于阿尔及利亚的57%的水平。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城乡、区域、行业、阶层四大方面；居民财产性收入比重低，农村居民尤其低；转移性收入水平较低以及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现象， 既引致居民收入的消费能力不足，又呈现出低收入情况下的高储蓄率现象。
居民收入倍增实现的难点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是一项系统工程，全面推进过程中面对诸多难点、制约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如何实现低收入群体收入倍增。对低收入群体而言，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等。来源门路不广、渠道不多，且多在整体平均工资较低的行业就业，加之劳动技能水平低且固化，使之成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的“短板”。其中又以城镇低收入者、困难家庭户、农村低收入群体增收问题最为突出。
    2.如何协调职工收入提高与企业成本压力矛盾。能否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战略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性收入能否有一定幅度的增长。而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企业用工成本势必增加，如果企业“增薪提价”，则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将部分抵消收入增加效应。因此，如何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及政府和企业间的利益调整，在不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的前提下，还能推进员工工资提高和兼顾产业结构优化是又一难点所在。
    3.如何处理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提高与投资水平关系。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保持了较快增长，但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呈不断下降趋势：1978年居民消费率为48.8%，20世纪80年代基本在50%左右波动，90年代后逐年下降，2007年以来一直维持在35%左右，而投资率则不断提高，2009年达到46.8%，消费和投资增速比例的扩大已经成为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进而内需不足，尤其是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如何将投资转变为消费，通过城乡收入倍增，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率，实现宏观经济“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是收入倍增计划的重点和难点。
    4.如何突破农村土地、房屋、资源等产权制度。长期以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不仅造成城乡居民在众多基本公共权益方面的不平等，而且使农村资源与生产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农村资源与要素所有者或使用者的权益不是被剥夺，就是得不到实现。如何通过城乡联动的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和明晰城乡各类资源与要素的产权关系，尤其是对包括征地制度、农用地制度、集体建设用地制度、宅基地制度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农民住房制度以及农村社区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制度进行改革，以探索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进而实现和提高农民被低估的财产性收入，既是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倍增的难点，又是突破口。
    5.如何既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又缩小城乡、行业、区域、阶层间收入差距。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是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悬殊的主要原因；行业垄断，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则是导致我国行业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区域资源禀赋、基层设施和产业发展基础的差异导致了区域间居民收入的差距；而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劳动技能差异和权利不平等等因素，是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悬殊的重要原因。如何破解上述体制性障碍，既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又是缩小城乡、行业、区域、阶层间收入差距的关键和难点。

居民收入倍增的地方实践

    在部分地方“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的目标，但只有江苏、安徽等少数省份出台了具体化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意见。目前，江苏、安徽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已有近一年半的时间，部分学者也对相应行政区域的实施情况进行了研究探讨。
    2011年6月，江苏、安徽两省分别推出了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性文件，分别从基本原则、重点举措等方面对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如何实施给予了明确规定。 

    从基本原则上看，江苏省在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协调、总量增长与结构调整并重、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结合的原则。安徽省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调控；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相较而言，安徽省的原则更为笼统，而江苏省则把握住了居民收入倍增的内涵以及和居民收入倍增相关联的核心问题，这有助于明确实施方向，厘清误解和错误的认识。

从重点举措看，江苏省突出农民、企业职工、中低收入者和困难家庭“四个群体”增收，拓宽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和帮扶 “五大增收渠道”，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采取 “十大举措”：推进就业惠民；实施创业富民；促进农民增收；提高职工工资性收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加快保障安居工程建设；深入实施脱贫奔小康工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安徽省采取的主要举措则包括：实施就业提升工程，着力增加工资性收入；实施创业富民工程，着力增加经营性收入；实施民生普惠工程，着力增加转移性收入；实施财富增值工程，着力增加财产性收入。安徽省主要是从收入结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视角提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举措，江苏省也有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但相对而言更加具体，如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加快保障安居工程建设、深入实施脱贫奔小康工程、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都可视为增加居民转移性收入的举措。在每项措施下，江苏省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略，且多数制订了可量化的指标，更有助于保障居民收入倍增目标的实现。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上世纪60年代启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不到7年时间就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实际国民收入翻了一番，改善了国民福祉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延续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日本的成功经验对破解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诸多矛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指要在10年内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的长期经济发展目标。该计划由时任日本首相池田勇在1960年正式推出，对日本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创造东亚奇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取得成功有赖于以下三个条件。

    1.倾斜性的产业金融政策。在高速增长时期，日本国内经济金融资源相对匮乏，为此日本沿袭了战时(1940年)的统制经济模式，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引导有限资源进入到重点扶持的产业和部门，借以形成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战略产业”，并由此确立了“制造业优先、大企业优先”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出口主导、贸易立国”的政策思路。为了配合上述产业政策的施行，日本政府相应地对金融制度也进行了严格的设计。通过人为压低利率、限制银行业竞争以及抑制资产替代，具有显著金融约束特征的间接融资体系得以确立。1961—1973年间，资本规模在1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不到日本全部企业数量0.8%，却获得了金融机构73.77%的长期贷款和58.64%的短期贷款。

    2.实体经济处于高增长和低失业的上升通道。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以后，日本曾经在1957年出现过短暂的“锅底萧条”。不过由于投资热和消费革命的出现，日本在1958年出现了一个长达42个月的“岩户景气”。期间，工矿业生产、企业销售额、设备投资和经常利润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以往，失业率也为战后最低水平。更重要的是，随着家用电器的普及，日本国民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发生了明显变化，消费结构也日趋高端化。

    3.日本独特的系列化生产体制和系列内交易关系。战后的日本存在着先进的大企业与落后的中小企业并存的“二重结构”现象。而赶超战略和大批量生产体制发展的迫切需要，使得大企业利用二重结构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成为可能。在垄断资本的推动下，双方开始从直接竞争走向协调竞争。通过供应原料、加工订货、技术指导以及提供信用等方式，大企业逐渐将中小企业纳入自己的生产体系之中，并形成了以“下请制度”或“承包制度”为内容的“一条龙式”的垂直分工协作体制。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条件，“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才得以顺利实施，在“充实社会资本、实行最低工资制、推行社会保障、增加农民收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削减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等一系列政策组合的影响下，兼顾了“效率和公平”，极大地激发了日本国民的生产热情。随着劳动者报酬以及家庭实际收入的不断提高，日本国内消费支出大幅增长，有效需求持续增加又推动实体部门经营效益进一步上升，并激励企业追加设备投资，改善劳动生产率，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居民收入倍增的实现路径

    基于对居民收入倍增的解读以及对居民收入倍增提出的背景、动因和难点等方面的探讨，归纳学者们提出的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主张，大体如下。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增加居民收入实际上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投资增长模式，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增长。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从资本驱动、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变。这为实现居民收入翻番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条件。国家信息中心张茉楠研究员认为，我国需要不遗余力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动力结构、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对外经济结构等增长格局的调整和结构转换，从而跨越难以逾越的“中等收入陷阱”，为提高居民收入创造必要条件。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指出，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是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的过程，需要全方位推进、多方面配合。在经济建设方面，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创新驱动，等等。这是做大做好蛋糕的根基。北京大学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认为，没有经济增长，改善生活就难以实现。居民收入要改善，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改变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更加注重投资与消费的协调。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建立完备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升城乡居民收入，首要的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现有的收入分配体系进行重构。

    一是深化改革，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指出，金融结构高度集中、资源税费较低，以及某些服务业保留垄断等问题导致了收入分配恶化。要挖掘每年增长8%的潜力，必须深化改革，改善收入分配体系。经济学家易宪容认为，要在未来8年内让居民收入水平成倍增长，必须解决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为此，必须对一些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如对政府职能重新界定，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弱化权力对要素市场的分配关系，通过公共决策减小既得利益制度化的机率等。人民网指出，人民收入倍增比经济总量翻番更具有挑战性，必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健全制度保障，平衡好企业与劳动者关系，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的迫切要求。
    二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应从多个层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对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做出量化安排。为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可采取“提低”、“调高”策略。“提低”具体是指：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障标准；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调高”是指：调节部分垄断行业企业的偏高收入；调节部分高管的偏高收入；调节某些社会群体的偏高收入。
    三是建立完备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仅靠单一的收入分配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完备的政策体系。具体而言，一要完善初次分配政策，如完善最低工资政策、工资谈判机制、提高就业的数量和质量、改变就业结构等；二要完善再分配政策，包括提高税收调节力度、实行财产税和遗产税等；三要设计配套政策进行监管，如完善收入监管制度、税收监管制度等。
    三、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加大民生投入
    转移性收入是居民收入构成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且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政府加大民生投入和支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增加居民的非物质福利，减少居民的相关开支。让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需要更新发展理念，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一是需要合理划分事权和财权，避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过多地占有公共权力、公共资源，由此侵蚀城乡居民的利益空间。二是需要在政府财政支出中加大民生投入。面向未来，在大财政的理念之下，我国财政有实力逐步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发挥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同步实现“国富”与“民富”。比如增加政府支出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支持力度。
    四、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重点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
    一是要消除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障碍，加快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改革。改革的实质是使居民财产权益与公共权益与户籍制度相脱钩，使户籍成为居住地意义上的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剥离依附于城乡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权利与利益。同时，要通过城乡联动的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和明晰城乡各类资源与要素的产权关系，使城乡资源与要素能够得到公平交换和优化配置。
    二是理顺产权关系，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要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三是优化农业要素配置，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其中包括以下举措：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推进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以建立农业新型双层经营体系，农业专业化分工、规模化服务和营销体系；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在农业产业经营中的作用，提高农业增值效益；深化农业科技推广体制改革，以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地方与科研部门相结合，农民、合作社、企业、科技人员相结合的政产学研农推大联盟，提高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

	近期主题一览
	◇实体经济

◇休假制度改革

◇事业单位改革

◇税负“痛苦”

◇美国再工业化

◇营改增试点


	◇美国财政悬崖

◇“裸商”现象

◇公务卡改革

◇生态文明建设

◇农民工市民化

◇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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